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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学界在族性研究方面存在认同、认知与实践三种路径，它们相
互影响并不断衍生为新的理论体系。族群认同理论关注族性的生成机制，为族群意识产
生的宏观社会学分析提供便利; “认知转向”批判族群认同理论的群体性和同质性倾向，
以全新的族性概念开拓微观研究视域; 实践视角注重权力关系讨论，试图以“整体观”描
述社会场域中族性的变迁规律。族性是一个社会分类的工具性概念，鉴于中西方社会结
构方面存在“关系化”与“类别化”逻辑的差异，应在本土经验上发展适应中国性质的族群
研究相关概念和理论，促进族群理论的“中国化”。
关 键 词 族性 族群理论 多元视角
“ethnicity”( 族性) ①一词，最早出现在 1950 年代号称“文化大熔炉”的美国，由格拉泽和莫尼汉
将其定义为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② 1970 年代族性及其相关理论在欧美日渐引起重视，成为西
方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经典话题。国内族性及其相关研究自 2000 年以后
呈现迅速增长趋势，从“族群认同”一词在现有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及关注点来看，当前我国学者主
要侧重的是族群认同理论的探讨。③ 实际上，西方的族性研究除了族群认同视角外，还包括自 1980
年代兴起的认知视角和实践视角，族性理论应体现为此三者的有机结合，不可偏颇。本文拟对西方
族性研究的上述三种理论脉络演变展开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其对推进族群理论“中国化”的学
理价值。
一、认同理论与族性建构
一般认为，族 性 研 究 的 方 法，源 自 西 方 早 期 殖 民 研 究 中 的 部 落 和 文 化 观 察，从“tribe”到
“ethnicity”这一概念工具的转变，最明显的特征在于从客观文化论到主观认同论的转换。④ “认同”
( identity) 一词意为同一性。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角色和身份，人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并以他人
的反应来建构自我认同。⑤“族群认同”概念来自“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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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会范畴化( social-categorization) ，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认同感，进而表现出对内群的偏好和
对外群的偏见。建立认同感的基本原则是分类、比较和区分，因而“认同”概念强调内群成员的相
似性及与外群的差异性。① 根据这些观念，族群被认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族性的本质为族群
成员的主观认同意识。
族群是主观上的分类，不能由客观文化特征来界定，这一观点较早由埃蒙德·利奇在《缅甸高
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提出。利奇认为人群分野及其身份转变的关键，不在于文化上的清晰边界，
而是主观“理念式的”。② 利奇的这种观念，对于自 1920 年代以来受涂尔干学派影响以“社会”“文
化”“部落”等集体性分析概念为主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颠覆。利奇发
现了族群分类的主观性，但是，他并没有证明人们在主观上是如何定义族群的，而迈克尔·莫尔曼
( Michael Moerman) 就作出了大胆尝试。通过对泰国北部泐人 ( Lue) ③的田野调查，莫尔曼认为
“Lue”的定义具有主观认同性，而且族性是可变的。具体而言，一个人之所以是“Lue”，是因为他相
信、称呼自己为“Lue”，并以行动证明所属群体的特征。④ 莫尔曼对族群标签的精确定义，克服了传
统上以文化单位定义人群的模糊性，启发人们建立族群实体的主观分类标准。这也意味着对族群
的研究，可以从文化要素的描述，延展到分析人群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方面，于是一些新的族群
理论应运而生，例如巴斯( Fredrik Barth) 的著名边界论。巴斯将族群成员的归属和认同作为基本前
提，认为族群的延续是依靠具有归属与排外特征的边界的维持，进而主张社会组织层面的族群认同
策略和族群关系分析，包括资源竞争、社会分层、歧视、文化变迁等。⑤ 这一主张为族群研究开拓了
一片广阔的社会分析视域，由此引发人类学、社会学界对族群认同产生机制的广泛讨论，并出现了
“原生论”与“建构论”之争。
作为原生论者，格尔茨对族性的论述，是建立在希尔斯基于亲属团体和血缘纽带提出的“原生
依附”概念之上。⑥ 在解释新兴国家中出现的两种认同形式时，格尔茨发现有一种持久的原生情
感，与新兴的公民情感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原生情感来源于血缘、地缘、宗教、语言、习俗等的一致
性，对群体的内聚具有不可言喻的强制力。⑦ 易言之，族性是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习俗等因素
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产生情感认同的结果。这一论述，在社会生物学家那里找到了支持的证据。在
社会生物学家范·登伯格看来，族性是基于裙带关系的生物生存本能，族群是亲属关系的延伸，是
一种本质化的自然群体。⑧ 不可否认，族群对成员的吸纳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于生物遗传基
础之上，但它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因地缘因素加以补充。故而在乔纳森·弗里德曼看来，族群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单位，更像一个社会成员的“聚集”。⑨ 上述原生论者笼统地将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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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地缘、文化等作为族群象征符号，并未解释在特定环境下每一种符号如何体现共性，也无法分
析社会互动的效用，建构论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在“建构论”者看来，族性体现的归属和认同是社会建构的，因而族性被具体化地解释为个体
在不同情境下的身份选择( 又称“情境论”) ，或是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 又称“工具论”) ①。遵
循这一学术路径的学者如盖尔纳、安德森、布拉克特·威廉姆斯( Brackette Williams) 、安东尼·史
密斯等，他们将族群研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竞争，甚或与工业化、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等
议题结合起来。如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发现，近代工业社会要求“文化需借助国家力
量来构建政治的屋顶”，即文化与国家、政治的紧密联系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动力。② 同样，安德森通
过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建构过程的分析，提出“nation”为一种主观上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资本主义、
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多样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民族意识的来源。③ 布拉克特·威廉姆斯也持
有类似观点，他指出族群的标签及认同是由国家及相关意识形态在各种民族主义项目中制造出来
的。④ 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族性复兴现象，安东尼·史密斯对上述“现代论”进行了批判，指出民族主
义的复兴与作为遗产的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等对族群的联结作用分不开，重新强调了历史与文化
符号的重要性。⑤ 概而观之，在建构论的理念下，西方学界围绕族性的分析视域大致形成了如下三
种路径。一是族性与社会分层、歧视的关系，尤其是内部殖民主义、劳动力分层和族群动员。二是
族性的文化分析，比如家族制度、宗教因素等对族群认同的作用。三是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族
性和政治之间的联系。⑥ 可见，“原生论”与“建构论”所关注的是族群的不同面相，其争论焦点可概
括为，族群是“天然”的，还是“建构”的? 当然，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境下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状态。因此，一些学者试图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找到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
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很早就以一种“整体观”来论述族群，他在探讨族群意识产生的问题时
始终顾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来自“共同的政治记忆、古老迷信的持久约束，亲属等群体的巩
固，以及语言、宗教信仰、习俗产生的”共同情感，其二是“经济与社会结构、内部权力结构的差异”
等社会因素。⑦ 在继承韦伯这一观念的基础上，理查德·汤普森( Richard Thompson) 、纳格尔·乔
恩( Nagel Joane) 等学者尝试着发展解释族性的综合性框架。前者将族性看作与食欲相同的人类本
性的特殊面向，因为原生情感是人类建立群体联系的心理需要，而工具论、情境论等是借助社会的
方式来解释族性行为，两者可归于“人类本性”这一概念; ⑧后者则将“认同”和“文化”看成族性的
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认为族性是个人认同和群体组织的动态过程，包含族群本身的行动和外部社会
的建构。⑨ 这些试图建立综合性框架的观点，由于受到认同理论的束缚，并未呈现对复杂族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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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期解释力。
由此可见，在族群认同理论的框架下，族性被看作一种群体内部共同存在的意识。无论是“原
生论”者还是“建构论”者，讨论族性来源均离不开“认同”的“集体性”这一理论预设。然而，一些
批判意见指出，族群认同理论对族性在群体成员内部是均等化、同质化的假定，忽视了个体差异。
正如尼科·基尔斯特拉所说，某一地区的居民内部不一定有对族群的共同意识，其群体性可能是
“民族志作者和读者对远方人的想象”。① 尤其在认知人类学和实践论的启发下，人们意识到族性
不是关于社会生活或人类个性的某种基本事实或存在状态，它是非实在的，明显具有社会建构的特
性。这为认识族性本质提供了微观视角，从而促发了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
二、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
认知人类学创立于 1950 年代中期，在 1980 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关注人类文化与思维的关
系，其源自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社会分类、刻板印象、图式( schema) 、范畴限定性( domain specificity)
等概念，启发人们进一步寻找集体表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认知结构，②开拓了人类文化的微观研究
视域。在此影响下，一部分学者认识到族性研究中微观视角的“缺席”，故而，自 1980 年代始，以约
翰·卡马洛夫 ( John Comaroff ) 、弗兰西斯·吉尔怀特 ( Francisco Gil-white ) 、罗杰斯·布鲁贝克
( Roges Brubaker) 为代表的学者，富有创造性地从认知角度对族群的群体认同特征提出解构，开创
了一个将族性作为人群分类认知过程的理论视域。由此一股试图借鉴认知理论探讨族性的学术潮
流，即所谓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悄然兴起。
分类作为人类普遍的知觉模式，它既是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又是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出发点。
在涂尔干看来，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其包含
或排斥关系，这个过程叫作分类，它具有社会性。从初民社会的图腾分类来看，社会分类是集体意
识的结果，它造就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③ 受此影响，1987 年，卡马洛夫发表了《图腾与族群性:
意识、实践与不平等的迹象》(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 一文，以非洲的族群现象为例，将族性本质看成与图腾主义相类似的社会分类法则。该
文论述了环环相扣的五个命题: 一是族性的起源与结构、文化共同形成的特殊历史动力有关; 二是
族性描述了一组关系和一种意识模式，受到群体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制约; 三是族性起源于群体非
对称性地合并到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族群意识是对不平等结构的一种文化表达; 四是族
性为一种能够决定社会生活进程的原则，呈现出自治力量的自然外观; 五是当族性成为一个社会集
体意识中客观化的原则时，它可能会被一些与其起源因素完全不同的因素所维持，并会对它的背景
产生影响。④ 显然，这一论述继承了涂尔干关于社会分类的思想，他将族性与图腾分类进行对比，
发现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组区分人群的社会关系，是人类进行社会分类的基本法则。两者的
区别在于图腾是在同质化社会中的对等性分类，而族性更加强调分类的阶层性。可以说，卡马洛夫
的这一论述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其将族性与社会分层联系起来的思路充满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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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马洛夫上述研究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将族性分类的本质看成类似于生物“物种”
( species) ，这是吉尔怀特在 2002 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中阐述的观点。① 从认知角度出发，吉尔怀特
主张使用“ethnie”来代替“ethnic group”，因为族群指一种类别而非群体，“ethnicity”表示这群人的
认同感。他将族群视为本质化的“自然”群体，因此为了界定“ethnie”，吉尔怀特建议采用三个指
标，一是依据血缘取得成员身份，二是认同一种独特且相同的文化，三是同类通婚的范畴。② 吉尔
怀特主要采用了认知人类学中的“范畴限定性”概念，它指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外在现象时，心灵会
以不同的范畴限定性原则来运作、分析大脑处理族群分类的认知过程。经过对蒙古西部多族群聚
居区的田野观察和实验研究，吉尔怀特发现族群和生物物种调动了相同的范畴限定性原则，因为两
者均是基于类别的内婚制和基于血缘的成员关系，故而推论族群看起来像“物种”。换言之，族群
的“自然”本质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而是衍生于生物界的物种知识。③ 这一观点被认为是
从认知研究的角度支持了原生论，④但其对工具论的忽视也是值得质疑之处。
罗杰斯·布鲁贝克则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布鲁贝克
针对学术界以往将有限的群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群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族群、种族与
民族主义不能以实质性的群体来讨论，因为这会导致简单地将群体成员作为同质的、单一的行为
者，相反地，要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过程等方面观察其是如何形成的。拥有群体性的是
组织，群体性可作为一个事件的脉络来看待，它是人们在进行政治动员、项目组织的过程中采用的
动态变量。⑤ 在《作为认知的族性》( Ethnicity as Cognition) ⑥一文中，布鲁贝克等人通过对族群分类
思维中存在的刻板印象、社会分类以及图式等认知概念的讨论，指出族性、种族与民族主义存在于
我们的感知、解释、表现、分类和认同过程中，它们是一种视角，通过观察与忽视、理解与误解、推论
与误论、记忆与遗忘等方式进行分类。认知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族性的形成过程。⑦ 在这个意
义上，布鲁贝克将族群、种族与民族主义归为一个类别，认为它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最后，布鲁贝
克具体提出几种族性分析范式: 实践的范畴、认知图式、文化风格、普遍知识、组织惯例和资源、话语
框架、制度化形式、政治工程、偶然事件以及变化的群体等，据此作为调查的框架设计。他认为采用
这些方法，可以注意到微观层面的群体形成、社会分类、刻板印象以及个人和集体对现实的看法等
面向。布鲁贝克所著《去群体化的族性》(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一书出版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它
代表了在族群研究中一种方法论的转向，即从历史和宏观社会学层面的分析，转移到群体内部互动
的微观社会学分析。⑧
总的来说，以认知视角来讨论族性的学者，解构了将族群看成客观事物或存在状态的实体论观
点，而主张族性为一种关于人群分类的视角。毋庸置疑，布鲁贝克等人的定义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正如玛丽赛维在其有关《去群体化的族性》书评中指出，认知主义能有力地消除群体内部同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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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关注分类的复杂过程。但是，它在社会学解释层面的效力值得商榷。一个族群的历史建
构，有族群动员等群众社会行动，也有革命、战争或国家崩溃等戏剧性结构转型，微观视角无法建立
它们之间的联系。① 换言之，以认知视角难以解释个体心理与宏观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如何连
接起来的，而采用实践论的方法，就试图为这一鸿沟架构理论桥梁。
三、实践视角与族性研究
与“认知转向”出现的同一时期，布迪厄等学者的“实践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亦得以广泛流
行。其中的“场域”“资本”“惯习”等概念的重要价值在于，可以分析人类活动如何通过时间“反
馈”到结构层面，认识到保持这种结构是人类能动性的先决条件，注重具体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分
析。② 对于族群研究而言，实践理论的出现，为解决族群认同研究中“原生”与“建构”的争论，以及
梳理认知研究中微观个体与宏观世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多种途径的可能性。这方面的研究者集
中在人类学、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卡特·宾利( Carter Bentley) 、安德
斯·温默( Andreas Wimmer) 、钱德拉( Kanchan Chandra) 等。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布迪厄将人类社会分成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心态结构，实践
活动是使两者不断重建并发生互动的动力源泉。而“惯习”为行动者将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经
济及文化条件内在化而获得，它被用于指导实践行为。统治阶级即通过“惯习”来进行阶级结构再
生产并维护支配地位。在这一理论框架下，1987 年卡特·宾利在《族性与实践》( Ethnicity and
Practice) 一文中将“实践理论”运用于族性研究，提出不应直接关注客观结构与主观认同意识的关
系，而要分析外界条件与“惯习”这一中间变量的关系来理解族性的来源。该文以一位菲律宾少数
族裔马拉诺女性的通婚经验为个案，对其选择对象过程的情感斗争和决定族群亲和力与差异认知
的客观基础展开分析。宾利指出，虽然在族群象征符号的意义系统下个体行为具有极大的差异，但
族群的形成和协调的群体行为，是通过惯习的社会控制来完成的。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除了制度
性惯习，还包括礼物或债务形成的道德或情感义务。在认同的变迁方面，宾利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
巨大变革会形成族群认同危机，族群运动不仅会提供物质利益，还可以满足情感和认知需求。在结
论中，宾利提出族群归属感具有强制力，这是原生论与工具论具有的共性，从而为原生论与工具论
这一分散的族性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统一。③ 宾利的这一研究忽视了文化方面的实践活动，④但为人
们带来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研究族性的重要启示，后来的研究者如安德斯·温默等，借鉴布迪厄的实
践理论，在族性变迁的解释道路上创造了新的理论综合。
温默以大量民族志“比较分析”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解释族群边界变迁的“多层次过程理论”。
该理论将三种学术传统纳入分析框架，一是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和巴斯的边界理论; 二是布迪厄、
布鲁贝克等学者强调族性作为社会分类的政治和象征性斗争的结果; 三是族群政治研究中新兴的
制度主义传统。在构建理论的第一步，温默描述了族群边界的种类取决于国家制度的规定，族别的
层次选择取决于权力等级中的位置，边界的确切位置由政治联盟网络最终决定。第二步温默讨论
了制度结构、权力差异和联盟网络在行为者之间会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领域，利益的重叠和边界制
定策略的汇合就可以产生共识。第三步，为了解释共识的本质如何形成边界的特征，温默提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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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拓扑模型表示的假说，该假说显示，社会封闭、文化差异、政治突显这三种族群边界特征如何根据
权力不平等和共识的程度而变化，其要旨是: 族群间不平等程度越高，并且行为者之间的共识越多，
那么人们期望观察到的社会封闭和文化差异就越大。另一方面，族群间不平等程度越高，行为者的
共识越少，那么族群边界就越表现出政治性( 如政治联盟) 。最后，温默建立了族群边界系统变化
的外生与内生机制，外生机制为: 发明与传播族群边界制定的新策略( 比如民族主义) ，可能会引起
一个社会领域的结构和族群边界变化。内生机制为: 成功的族群政治运动会改变社会领域的结构，
而结果可能会逐渐转变为族群边界的变化。总之，温默认为族群边界是一个社会领域的行为者之
间的分类斗争与协商的结果。① 温默的贡献在于试图对富有变化性和多样性的族群边界作出“全
面”解释，即从宏观到微观，再回到宏观层面，这一取向改变了社会学的分析传统，无疑是值得借鉴
的。但这个假说还需要通过统计学的数据加以验证，而目前并未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这项验证。
此外，温默时常将“边界”与“群体”混为一谈，这也容易引起读者的混淆，因为该论文主要探讨了与
个人身份识别和行为相关的动态，而不是与形成集体身份和行为相关的动态。② 这类概念的误用
往往会导致对其解释框架严密性的质疑。
此外，比较政治学者钱德拉也发展了一种将族性的内生性和变化性即原生论与建构论包含起
来的建构理论。遵循布鲁贝克的认知分类原则，钱德拉用“identity”来表示类别而不是群组，族群
认同就是认同类别的一个子集。他认为族群分类的基础是一个人的父母或祖先的地域、宗教、语
言、种姓、世系、部落或民族，甚至人自身的外表特征等。③ 基于此，钱德拉将“ethnicity”分为族群结
构和族群实践，与此相应地，将族群认同分为名义上的族群认同和活跃的族群认同，前者是以血缘
基础而形成的具有成员资格的特性，变化缓慢; 后者是人们宣称自己和他人是族群成员，或由他人
分配的作为成员的族群特征，可在短期内变化。借助这些概念，钱德拉建立了一个解释族性变化的
拓扑模型，模型中原生论处于坐标原点，建构论是一种变量。族群认同的变化是以“间断的平衡”
形式出现的，其间有一些稀疏而缓慢地变化，然后是长时间的稳定。而族性变化的根源是一系列变
量综合造成的，如现代化、影响认知的制度、奖励制度、资助、暴力和混杂性等政治经济因素。最后，
钱德拉指出要描述建构论就显得非常复杂，既要有反事实思维、多维度，还要考虑在人口中的分
布。④ 这一理论重塑了族群多样性对民主稳定、政党、选举制度等进程影响的认知，在族群政治研
究领域获得较高评价，但一些学者也质疑钱德拉将所有的族性表述以“认同”一词来加以描述，并
认为活跃的族群认同具有不稳定性。如果最初认同如此不稳定，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理解群体自我
认识的具体化的方式呢? 认同是分析多种归属形式的关键词，但是通过“认同”来看待所有的经
验，只会使社会和政治分析引起更多的歧义。⑤
概而言之，上述从实践视角探讨族性的研究，在方法论、分析框架和学术话题三方面呈现出新
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族性理论。在方法论方面，引入“惯习”“实践”等概念，注重讨论权力关系在
形塑族群分类过程中的作用。在分析框架方面，引入认知过程的考察，发展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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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综合性族群理论，力图从多元角度阐释复杂的族群现象。在学术话题方面，与以往关注族性
产生机制的相关文献不同，上述研究试图以动态的眼光对族性的变迁规律予以科学性的描述。虽
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对族群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如一些批评者就指出钱德
拉的族性定义忽视了共同的习俗、历史、领土和语言等在构成族群结构方面发挥的作用，①但上述
学者结合认同、认知与实践视角，试图在全球一体化、国家、地方社会的复杂权力关系场域中，解释
族群结构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更为综合性的视角。当然，这样的尝试极富挑
战性，因为要建立一种解释全世界族群现象的宏大理论，还有待各学科领域的长期深入探索。
四、结 论
如上所述，当代西方学术界在族性研究问题上，包含有认同、认知与实践等多种范式，且它们之
间相互影响并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综合。族群认同理论关注族性的生成机制，为族群意识产生的
宏观社会学分析提供便利;“认知转向”批判族群认同理论的群体性和同质性倾向，以全新的族性
概念开拓微观研究视域; 实践视角注重权力关系讨论，试图以“整体观”描述族性的变迁规律。而
目前最新的族性理论是倾向于三者的有机结合，从更为综合角度来涵盖族群问题的复杂性。这些
理论探索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族群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
自 20 世纪末西方族性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国内的族群研究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族群认同理
论泛化等现象，导致研究路径的单一化或理论解释与实践不符等诸多问题。在概念界定方面，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运作规律，而大部分国内文献直接采用西方
的学术用语，并未从田野经验出发加以准确定义。既有的研究提醒我们，在西方学术思想和话语框
架下产生的认同、族性、边界等概念，不能简单加以套用。如吉尔怀特指出，社会上的一般用词不能
与社会科学的分析词汇混淆，群体性、族性、边界等概念需进一步厘清。② 巴斯亦指出，由于人类的
语言受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影响，在欧洲社会中产生的“边界”概念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社会，某些地
区的居民可能并不会以确定的“边界”概念来区分人群，要避免滥用边界论。③ 同样，人类学家阿斯
图缇( Rita Astuti) 通过一个西马达加斯加的田野案例也对族性的认同理论提出了挑战，在那里成为
一个“贝佐人”意味着已学会了贝佐特性并加以表演，认同与区分是一种展演性、选择性的活动，而
非存在的状态。④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有鉴于此，在运用上述概念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当
地人如何来定义自我和区分他者，而不是将族性等概念简单强加到被研究对象身上。因此，在研究
过程中，遵循人类学所一贯主张的探寻当地人的观念系统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
在探讨族性本质层面，国内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认知、实践视角，而将“族群认同”作为唯一可选
的核心概念，只对群体认同形成的动机兴趣浓厚。因循族群认同理论，文化差异的存在、社会边界
的划分，会导致族群认同的形成或强化，由此很容易将人们带入一种简单化的集体意识产生路径分
析。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族群认同理论在中国本土研究中究竟有多大适
用程度。王明珂在《论西南民族的族群特质》一文中曾说，老一辈羌人对“蛮子”“汉人”“尔玛”等
25
《世界民族》2019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V． Verma，“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Ethnic Politics by Kanchan Chandra ( ed． ) ”，p． 85．
Francisco Gil-White，“How Thick is Blood? The Plot Thickens…: If Ethnic Actors are Primordialists，What Remains of the
Circumstantialist /Primordialist Controversy?”，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1999，pp． 789 － 815．
Fredrik Barth，“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In A． C． Cohen ( ed． )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London: Routledge，2000，pp． 17 － 36．
Rita Astuti，“The Vezo are not a Kind of People: Identity，Difference and‘Ethnicity’among a Fishing People of Western Madagascar”，
London: LSE Reserch Online，1995，pp． 31 － 33． http: / / eprints． Ise． ac． uk /archive /00000470
族群边界的分类并不清晰，因此以西方族群理论强调“我们”与“他们”具有一致的、共同的认知原
则是无法解释的。① 中西方社会在结构上的差异，是分析人群分类原则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西方社会的人群分类强调类别，而中国社会更加强调关系。早年潘光旦先生就曾精辟地指出传统
中国社会中的“伦”字，有类别和关系两种含义，后者建立于前者基础之上。② 费孝通先生则提炼出
更为精要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理论。这种“差序”就是“伦”的形象化表述。③ 以上论述表
明，中西方社会结构在组织原则上的关键性差异即在于关系化与类别化的不同。受到这一理论的
影响，近年来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亦发现，中国人对“我们”的界定与西方类别化的单一机制不同，呈
现关系化与类别化的双重格局。④ 有鉴于此，经过多年的学科积累，出自中国本土研究中的“关系”
“人情”“差序格局”等概念已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那么，从“关系”这一角度来看待族性本质，是
否可以为西方族群理论的中国化带来一条可能路径呢?
总而言之，族性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事物或存在状态，而是一个社会分类的工具性概念。在族
性研究方面，我们要避免目前存在的族群认同理论的单一解释路径，广泛吸收包括认同、认知与实
践等多层面理论进展。在借鉴西方既有理论的前提下，将其纳入具体的社会脉络中，并结合广泛而
深入的田野经验和“地方”视角，准确提炼适应中国社会结构特点的本土概念体系，推动西方族群
理论的“中国化”，从而为中国本土的民族与族群研究增添理论活力。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of ethnicity 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a，namely identity， cognition and practice，which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constantly produce new theoretical systems． The theory on ethnic identity focuses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ethnicity，which facilitates macro-sociologic analysis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cognitive turn”criticizes the“groupness”and homogeneity trend found in
ethnic identity theory，thus opening up a microscopic research field with a new definition of
ethnicity;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calls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power relations，and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ethnicity change with a holistic approach in the social field．
Ethnicity is an instrumental concept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and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 with
the“relational” and “categorical” logic in social structur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ories adapted to Chinese ethnic
studies based on indigenous experiences，so as to promote the“sinicization”of ethnic theories．
( 张先清，教授; 段云兰，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厦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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